
在新时期文艺学探索和发展史上，1985 年的“方

法论热”堪称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在我的学术生涯中留

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诚如有的学者所言，我们这一代

学人对 80 年代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怀念情结。这首先可

能因为那个年代离学术凋零、万马齐喑的“文革”还很

近，而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引导我们冲

破长期以来形成惯性的重重理论学术禁区，激发起我们

巨大的学术创造激情，面对这样一种反差如此强烈的情

境，那个特殊的岁月怎么可能不镌刻进我们的心灵深处

呢？整个 80 年代，文艺理论界所开展的一场场的学术

争鸣和讨论接踵而至，从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形象思

维和人道主义、人性论问题的争鸣，到“文学主体论”“审

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的讨论，可以说是唇枪

舌剑、你来我往，热闹非凡，那种为了追求真理而不畏权

威、敢于畅所欲言说真话的精神形成良好的学术气氛，

人们长期期待而不至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宽松

局面终于出现了，这又怎么能不叫人久久难以忘怀呢？

而其中关于文艺学方法论变革大讨论的情境，尤其深深

地沉淀进我的文化记忆之中，每每想起，心里都会激起

阵阵波澜。下面，我试图作为 80 年代文艺理论发展过

程的亲历者、参与者和见证者，描述一下我记忆中的“方

法论热”，这可能带有明显的个人性，但我相信，它可能

也会具有那一代学人的某些共同性。

在同代人中，我属于较早且较热心地提倡文艺学

美学“现代化”“多元化”“开放化”，呼吁方法论变革的

学者之一。当时，我刚刚从复旦文艺学专业硕士毕业不

久，是一个初进学界的新人，一方面顾忌较少，一方面求

新意识较强，所以，对新方法论的新潮，我举双手欢迎。

记得那时我积极地寻找、翻译、引介国外文论、美学及方

法论方面的论著，譬如译介英伽登《艺术的和审美的价

值》《美学文艺学方法论》，合作主编并参与撰写《文艺

新学科新方法手册》等 (1)。而且，我自己也积极撰文，

几乎全程、深度参与了这场方法论的大讨论（注：参阅

朱立元：《力促文艺学的现代化》，《当代文艺思潮》1982
年第 1 期；《美学研究的方法应当多元化》，《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1985 年第 1 期；《开放：内在机制的需

求》，《文艺争鸣》1986 年第 4 期；《对文艺学方法论更新

的若干思考》，《天津社会科学》1986 年第 4 期等多篇论

文）。因此，对讨论的进展、得失等感受尤深。

在我看来，这场讨论之所以能够吸引那么多学者

的积极参与，与当时学界热心组织了以“文艺学方法

论”为中心议题的一系列全国性学术会议密切相关。

记得仅 1985 年就举办了四次全国性研讨会：3 月在桂

林举行的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四届年会，是以文论研

究方法更新和多样化问题为核心的；同月在厦门举行

的“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论讨论会”，则以文艺学与自然

科学、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关系问题为主题；4 月在扬州

举行的“文艺学与方法论问题学术讨论会”集中讨论了

文艺学方法论与老、新三论的关系以及其自身的结构、

层次、体系等问题；10 月在武汉举行的“文艺学方法论

学术讨论会”重点讨论文艺学方法论与系统科学方法

论及与文艺观念、文艺本体的关系等问题。1985 年这

一系列会议营造、烘托了研究方法变革的浓厚氛围，促

成了一种倒逼学界认真思考方法论变革的强大力量，

显然对“方法论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把

1985 年称为“方法论年”确实是名至实归。

这场讨论涉及的面很广、问题很多。在我记忆中，

印象最深、也比较有兴趣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借鉴和引进有无必

要性、合理性的讨论。

这场文艺学的方法论讨论最初是从借鉴“老三论”

（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新三论”（突变论、协同论、

耗散结构论）等为核心的自然科学方法论开始的，重点

研讨自然科学方法论如何应用于文艺学美学研究以及

二者如何结合的问题；后来才转向大力引进、借鉴西方

现代美学、文论及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多种多样的研究

方法。何以如此？在我印象里，学界寻求研究方法的

更新，首先需要找一个突破口。由于“文革”大批判刚

刚过去，直接借鉴当代西方文论当时还属于比较敏感

的问题，有时候思想上还心有余悸；而借鉴自然科学方

“改革开放四十年·文艺理论”纪念专辑（上）

我记忆中的 1985 年“方法论热”

朱立元

072



法，在学术界不但不存在任何思想障碍，而且受到主流

意识形态的支持。在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发出“向科

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科学的春天”等号召后，1980 年

《哲学研究》就发表评论员文章《积极开展科学方法论

的研究》，1981 年《哲学研究》编辑部还出版了《科学方

法论文集》，大力号召“从事哲学、逻辑学、科学史、心理

学、语言学等方面工作的同志都来关心科学方法论”，

“积极开展方法论的研究”(2)。这直接激发了文艺理

论界把新、老三论等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引进和借用作

为突破口。一时间，探讨自然科学方法论与文艺学美

学之方法论的关系问题的文章大量问世；《当代文艺思

潮》《读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文

艺报》等重要报刊，都不约而同开辟了“文艺学与现代

科学”“文艺学与自然科学”“文艺学、美学与其他学科”

等专栏集中讨论方法论的变革问题；还先后出版了陶

同《当代科学与美的变革》、林兴宅《艺术魅力的探寻》、

黄海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美学原理》、金克木《艺术

科学丛谈》、张相轮、凌继尧《科技之光——科技美学概

论》、杨春时《系统美学》等一批应用老、新三论研究文

艺学美学、尝试将自然科学文学化、美学化著作 (3)，可

见热度之高。

在讨论中，存在着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文

学、美学研究虽然与自然科学不同，但作为人文科学，

应当借鉴和引进自然科学方法论来变革、丰富和发展

自身，应当持欢迎、肯定和宽容的态度，至少持审慎、不

反对的态度；而另一种则认为这二者分属认识与价值

（包括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性质迥异，不应当搅和在一

起，因而反对引进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我当时比较倾

向于前一种观点，认为首先应当大胆、积极地尝试，对

那些勇于尝试、但开始阶段比较粗疏或者有些生硬的

应用，不应当反对或者嘲笑，而应当鼓励尝试者继续努

力，争取成功。后来部分学者的尝试实践证明，自然科

学方法论与文艺学、美学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相似、相

通、相契合之处。如果以文艺学美学为本，积极但有选

择性地、合理地借鉴和吸收自然科学方法论，且最终也

落脚于解决单靠文艺学美学的传统研究方法不容易解

决的问题，而不是为借鉴、引进而借鉴、引进，盲目地滥

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那么，就有可能变革、更新和

充实、丰富文艺学美学的方法论系统。

据此，我认为，对于自然科学方法论，无原则、无选

择地引进或故步自封、完全拒斥借鉴，两者都是不可取

的。记得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林兴宅的《艺术魅力

的探寻》一书，其中用系统论方法重新研究鲁迅小说

《阿 Q 正传》，在文艺理论界引起很大反响。我开始时

十分赞赏这篇文章，认为是用系统论研究文学作品的

成功尝试。这也是促使我积极支持文艺学美学借鉴、

引进自然科学方法论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后来，看

法有所改变，觉得文章在系统论框架下对《阿 Q 正传》

所做的研究，虽然比以往相关的研究更加系统、完整，

但好像缺乏深度的推进，似乎不用系统论方法也有可

能达到这个水平。这是我那时内心的想法，现在说出

来可能对兴宅老师有不敬。但是，我并不否定，而且充

分肯定兴宅老师在应用系统论等自然科学方法研究文

学的学者中是先行者和佼佼者，起到了很大作用，使许

多对借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文学抱有怀疑的人改变了

态度，也使我坚定了上述的支持态度。

至此，方法论热中关于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借鉴和

引进有无必要性和合理性的争论结果就不言自明了。

第二，关于文艺学美学尝试运用新方法论的得失

以及如何给予客观、公正、辩证的评价的讨论。

我作为过来人，虽然竭力支持文艺学美学方法论

的变革和更新，但自己应用新方法论的尝试和实践并

不多，不过，我目睹了许多大胆应用文艺学新方法论的

尝试者和弄潮儿，觉得他们的尝试虽然不能说都很成

功，有的甚至不太成功，但是，总体而言，我们不应该以

少数不成功的例子来否定整个方法论变革和更新的时

代潮流，所以我同意多数学者观点，即认为文艺学美学

新方法论探索和尝试有利于整体地、纵深地、全面地认

识和把握复杂文艺学美学现象和规律，有利于文学研

究思维、心理空间的拓展以及文学研究和批评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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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也有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方法

论。这就是我的基本态度。

当然，我并不否定“方法论热”中间，存在着这样

那样的问题与不足。比如在引进新方法时往往忽视新

方法的适用条件、范围以及文艺学美学本身的特殊性

而造成“水土不服”“生搬硬套”等问题。对这些问题

也可以批评，但是不应该过头。我看到，早在 80 年代

就有一些文章严厉批评某些新方法（不限于自然科学

方法）的应用和尝试是“生吞活剥”“新瓶装旧酒”“牛

头不对马嘴”等，甚至指责这是一种“为方法而方法”

的乱象。我不否认这些批评中有某些合理因素，也是

有一些实际例证的，的确需要我们认真反思、汲取教

训。但是，我们不能一叶障目、以偏概全，以个别例证

来否定整体，以局部缺点而否定全局，这显然是不公正

的。我们的正确态度应当是，回到当时的整体历史语

境中，客观地、全面地、辩证地审视和评价这场“方法论

热”，既不能一味地拔高，更不能一味地贬低，甚至全盘

否定、一棍子打死。所以，我当时就撰文，认为从历史

和发展的观点看，新方法引进和运用虽然出现了一些

问题，但这是文艺学方法论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

股新方法论思潮的二律背反复杂运动中的更新和前进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更应当看到的是，它们两者“都参

与了思维方式的局部变革，冲击了仍然广泛束缚人们

意识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开拓了理论研究的思维空

间，丰富、发展了辩证思维的视野，推动、并将继续推动

文艺科学研究达到新的高度”(4)。可惜，这个看法并没

有被普遍接受，在“方法论热”高潮过去以后，还常常听

到方法论变革是“全盘西化”“换汤不换药”“新名词、

新术语狂轰滥炸”等尖刻的指责。但是，我的上述态度

不仅 80 年代，而且至今没有改变。1990 年蒋孔阳先生

与我合写的《八十年代中国美学研究一瞥》，对包括“方

法论热”在内的文艺学美学当时的研究状况做出了我

以为至今依然没有过时的整体判断：即认为“八十年

代”是“值得骄傲和怀念的十年”,“值得大书特书的十

年”，“值得认真总结和反思的十年”。（注：蒋孔阳、朱

立元：《文艺理论研究》1990 年第 6 期）

第三，关于文艺学方法论变革与文艺观念变革两

者关系的讨论。

表明看起来，这个问题似乎不是一个真问题，或者

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实际上，在当时，人们（包

括笔者在内）对这个到来的太迅猛的方法论热也许思

想准备还不充分，所以对两者的关系并没有清晰的认

识。这从那时命名“方法论年”与“观念年”究竟应该

何者在先的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就可见一斑。关于

这个命名，据查阅有关资料，当时就有学者将 1985 年

称为“方法论年”（注：如钱竟《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

楼》，《文学评论》1985 年第 4 期），后来有亲历者的回

忆，也是将 1985 年命名为“方法论年”，而将 1986 年

命名为“观念年”（注：杜书瀛《理论的脚步》，《文艺争

鸣》2013 年第 5 期；夏中义《反映论与“1985”方法论

年》，《社会科学辑刊》2015 年第 3 期）。而据笔者回忆，

1985 年是“方法论年”、1986 年则是“观念年”，这个命

名好像是由杨春时教授在 1986 年一次会议上提出，后

来被普遍接受的。不过，也存在不同意见，如钱学森承

认，当时文艺理论界流行着 1985 年是“方法论年”以及

1986 年是“观念年”之说法，但他本人从观念比方法更

重要的意义上认为，1985 年应当是“观念年”，然后才是

“方法论讨论”。（注：钱学森：《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

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的几个问题》，《文艺研究》1986 年

第 1 期）由此可见，多数人认可先有方法论变革、后有

观念变革的说法，其中也暗含着认为方法论变革为观

念变革准备条件的看法。但是，实际上，问题并不是这

么简单和单向的，而是复杂得多。 
回顾起来，“方法论热”并不是只发生在 1985 年，

而这个命名只不过表明那一年是“方法论热”的“大

年”、高峰年和承上启下的一年。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来

看，方法论“热”的形成是有一个酝酿、准备过程的。这

个过程，不纯粹是方法论层面的，而首先是思想观念层

面的。

新时期初，文艺学美学的思想观念发生了两个重

要变化。一是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基础上，文

艺的“阶级斗争”工具论、“从属论”观念被否定、清理

与矫正，党中央正式宣布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

主义服务”取代“文艺必须从属于无产阶级政治”“文

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文艺开始回归自

身的审美本性。

二是更重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人学”观念从

被批判、压制和遮蔽中逐渐解放出来，“文学是人学”观

念得以重新确立。学界突破理论禁区，展开的人道主

义、人性论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仅 1978-1982 年，就

发表论文近 500 篇，其中文学、美学方面的文章过半。

当时，大量以关注人、关注人性、呼唤人的价值和尊严

为主导倾向的创作实践呼唤着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的

理论支持；学界学习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的“手稿热”直接引发了人道主义、人性和异化问题的

重新思考和争论；特别是钱谷融先生 1957 提出的“文

学是人学”的命题和主张，80 年代初在文艺界和文艺

理论界又重新引起广泛共鸣和支持，确认了人在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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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中心地位，将描写人和人性、张扬人道主义精神作

为文学的基本要求，确立了文学的人学基础。

与此同时，方法论层面也相应地发生了重要变化。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独断论”“机械论”

等方法逐渐被批判、突破和超越。而且，思想的解放，

引起了学界思考，如何在研究方法上实行变革创新，以

跟上理论观念的变革；同时，开始跳出文艺学美学学科

自身的范围，向其他兄弟学科寻找可以借鉴的思路和

方法。于是，如前所述，人文、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等

领域的大量方法论被关注并引入文艺学美学领域，直

接激发了方法论变革的内在需求。

现在回到前面方法论年与观念年何者为先的问

题，就有答案了：这两个层面，“观念层面”显然更为基

础和根本。新时期初文艺学美学变革发展的历史进程

表明，“方法论热”是在文艺学美学及其批评观念的艰

难潜变和不断更替基础上发生和展开的，观念变革内在

地导向和催生文艺学美学方法论革新，尤其是跨领域、

跨学科，全面化而多样化的方法论借鉴和创新，因此，观

念变革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方法论热”的历史趋向。

当然，这只是主要方面。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方法论

变革对观念变革的反作用（或能动作用）。事实上，“方

法论热”也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观念层面”的

革新和发展，而且，方法论变革本身，就意味着并敞开为

一种新视野和新观念，二者共同构成和呈现这一变革的

基本样貌。比如 1985 年前后，刘再复率先发表了《文

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等多篇思考文艺学方法论的

文章，(5) 紧接着才提出了文学主体性的理论观念（注：

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 年第 6 期、

1986 年第 1 期）。随后学界就文学主体性问题展开了激

烈的论争，也即是关于文艺本质观念的论争。就此事件

而言，方法论的变革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打了“前哨

战”，助推了“观念层面”的革新和发展。

总体说来，文艺学方法论与文艺学观念（包括文艺

思维方式）的更新和变革是紧密联系、互相促进的。其

中观念更新更为基本。观念的突破，为文艺学研究（包

括方法论）的整体推进和突破创新清理出了必要的场

地，提供相关性、必要性的逻辑依据和理论基础；而反

过来，文艺学方法的更新和变革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体现、预示甚至促进文艺学观念的丰富、发展和进步，

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动相融的。

我之所以对“方法论热”情有独钟，一方面是看到

它顺应、符合了其时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整体变革、转型

的必然趋势，认识到它不仅仅是文艺学研究方法上的

变革 , 而且是中国学术界走出“文革”阴影、冲破理论

禁区和束缚后的第一次学术思想的大解放 , 是中西文

艺学界沟通理解、平等对话和交流的第一步 , 也是中国

文艺学激活创新思维的必由之路，其历史作用应予充

分肯定。

另一方面也切实体会到，那是一代学人艰辛求索

和不断创新建构的一个缩影。它不仅在深层次上营造

着新时期文艺学美学的基本生态，在一定程度上孕育、

规约着其后文艺学美学发展的可能态势及走向；而且，

更重要的是，它曾经那么深地激荡、构筑、拓展着拨乱

反正后那一代学人的心灵、精神、观念等，它潜移默化

地形塑和生成了他们的现代思维方式和理论视野，提

升了他们的精神境界和学术品格，重构了他们的知识

结构和话语谱系，使他们及后来者有可能对当代中国

文论的建设做出更重要的贡献。这是我和同时代一大

批学人的共同心声和真实体验。

2018 年 7 月底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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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学方法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 年版）、尧斯的

《审美经验论》（作家出版社，1991 年版）、布鲁姆的《误

读图示》（台湾骆驼出版社，1992 年版）等。

（2）《哲学研究》编辑部编：《科学方法论文集》，湖北人民出

版社，1981 年版，第 1-9 页。

（3）陶同《当代科学与美的变革》（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 年

版），林兴宅《艺术魅力的探寻》（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黄海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美学原理》（湖南人

民出版社 1986 年版），金克木《艺术科学丛谈》（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 年版），张相轮、凌继尧《科技之

光——科技美学概论》（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杨春时

《系统美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 年版），徐纪敏《科

学美纲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汪济生《系统

进化论美学观》（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等。

（4）朱立元：《对文艺学方法论更新的若干思考》，《天津社会

科学》1986 年第 4 期。

（5）如刘再复：《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读书》1985 年

第 2、3 期）、《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1985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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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文艺理论”纪念专辑（上）／我记忆中的 1985 年“方法论热”／


